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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考古学视域下西汉王侯墓出土乐器分析

陈　 　 艳　 　 　 王　 　 芳

　 　 摘　 要：汉代国力鼎盛，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时期，诸侯王等高级贵族生活奢靡，同时汉代崇尚“事亡如事存”的
生死观，王侯死后陪葬品亦极尽奢华。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元文化繁荣鼎盛阶段，西汉承袭了秦朝制度，也受

到周礼的影响，随着大一统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为礼乐的发展又提供了新的契机。 音乐方面，钟磬之乐依旧是王

权贵胄的身份象征，被用于庙堂之上，然而金石之礼乐或是祭祀仪礼等都呈现出衰落迹象，以笙、瑟为主的“丝竹

乐”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又展现出新的特征。 区别于先秦“重雅贬俗”的音乐文化，西汉时期出现了雅乐与俗乐共

荣发展的局面。 政治、经济的稳定与繁荣为西汉吸纳少数民族音乐提供了先决条件，多元的音乐文化成为这一时

期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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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是以厚葬闻名的朝代，汉代社会奉行“事
死如生”的观念，这一观念在丧葬习俗中表现得特

别明显，尤其是王侯等贵族阶层，其墓葬结构和陪葬

品更是丰富奢华，他们的墓葬构造与现实生活联系

十分紧密，墓葬结构可以说就是他们现实生活的翻

版或者是其希望死后也能享受到同样奢华的生活，
所以墓葬中的陪葬品很多是其生前日常生活的常用

品，在王侯墓葬出土器物中最引人注目的除华丽的

金银珠宝外，还有各类珍贵乐器，这为我们研究汉代

王侯等贵族阶层的礼乐生活提供了便利。 汉代音乐

文化随着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建立而逐渐形成，其音

乐生活显现出这一时期独有的特征，既延续了先秦

时期的乐制，又显现出崭新的时代特点。
近代关于汉代音乐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

肖亢达先生所著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 ［１］ 以

汉画像为切入点，以点带面，对汉代乐舞文化进行了

系统性论述；冯建志先生的著作《汉代音乐文化研

究》 ［２］以文献与出土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对汉代音乐

的发展、美学思想进行了阐述；季伟先生《汉代乐舞

百戏概论》 ［３］ 一书分别从管理机构、宫廷雅乐、歌
唱、舞蹈、百戏艺术等八个方面对汉代音乐进行了贯

穿式梳理。 还有一些其他著作、期刊，此处不赘述。
近年随着大云山汉墓、海昏侯墓等汉代诸侯王墓的

发掘问世，墓中出土的大批珍贵乐器吸引了世人目

光，而学界对于西汉王侯墓出土乐器的专题研究还

不多见，本文将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考古材料与文

献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对西汉王侯墓出土

的乐器及其所显现的汉代音乐文化特征进行分析与

阐述。

一、西汉王侯墓出土乐器及分类

据刘尊志教授《汉代诸侯王墓研究》书中的统

计，目前已被发现、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后）墓有 ８０
余座［４］ 。 经笔者整理，其中出土有乐器的墓葬共计

２５ 座，分别分布于山东、江苏、河北、湖南、河南、广
东、江西 ７ 省。

根据西周已出现的“八音”分类法， 西汉王侯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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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乐器按照材质可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
竹八种，郑玄曾对《周礼·春官·大师》中的“八音”
分类进行注解：“金，钟镈也。 石，磬也。 土，埙也。
革，鼓鼗也。 丝，琴瑟也。 木，柷敔也。 匏，笙也。
竹，管箫也。” ［５］４７９根据乐器组合特性又可将这些

乐器归纳为金石乐、丝竹乐、军旅乐三类，如钟、磬组

合属于金石乐，笙、瑟组合属于丝竹乐，钲、铎、铃组

合属于军旅乐。 下边以“八音”分类法为第一层面，
以乐器组合特性为第二层面，对西汉王侯墓出土乐

器进行出土分类。
１．金、石类乐器

金石乐器包括了金类乐器和石类乐器，前者是

指钟、 于、钲、铙、铎等由青铜铸造的乐器，后者是

指由石材制作的乐器，如磬等。 这两类乐器常组成

两种乐器组合形式，第一类为“金石乐”，第二类为

“军旅乐”。
“金石乐”狭义的层面是指“金”类编钟与“石”

类编磬的组合。 《周礼》中记载：“磬师掌教击磬，击
编钟。” ［５］５０４这两种乐器所组成的钟、磬组合成为

上古时期礼乐代表，由此延伸出广义的层面，即“礼
制音乐”。 根据本文不完全统计，西汉王侯墓出土

实用编钟 ４ 套、明器编钟 ６ 套，出土实用器编磬 １１
套、明器编磬 ５ 套，以及不成编陶器及残片数件。 考

古出土的西汉实用编钟、编磬组合主要集中于著名

的“四王墓”①之中。 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在 １４ 号陪

葬坑的 Ｃ 区出土了一套编钟，包含钮钟 １４ 件、甬钟

５ 件，钟体纹饰清晰，保存完好。 在同一区域出土了

６ 套编磬，共计 １０７ 件，这些编磬出土时散落在地，
多数形制完整［６］１０－１１。 广州南越王墓的编钟出土

于东耳室，包含一套 ５ 件制的甬钟和一套 １４ 件制的

钮钟，编钟旁边发现两套编磬共 １８ 件［７］３９，６４。 江

苏盱眙大云山汉墓出土了实用器编钟一套，包括 １４
件制的钮钟和 ５ 件制的甬钟，还出土了明器编钮钟

４０ 件、编甬钟 １６ 件。 编磬位于实用器编钟的北侧，
一组共 ２２ 件［８］ 。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在北藏阁的乐

器坑中发现一套钮钟 １４ 件、一套甬钟 １０ 件和一套

编磬 １４ 件［９］ 。 另外，长沙曹 墓、徐州北洞山汉

墓、仪征团山汉墓亦有编钟、编磬组合出土，但均为

明器。
“军旅乐”是指与军事相关以及行军途中使用

的乐器，包括了 于、钲、铙、铎等。 《周礼·地官·
鼓人》载：“以金 和鼓。” ［５］２６９此处金 为 于，可

与鼓相和。 军旅乐器可与钟磬乐器组成金石礼乐组

合，用于祭祀、宴乐，也可用于行军途中，为行军鼓舞

士气所用。 据本文不完全统计，西汉王侯墓中出土

军旅乐器共计 １８９ 件，其中钲 ６ 件、 于 ５ 件、铙 ４
件、铎 １ 件、铃 １７１ 件。 具体情况如下。 洛庄汉墓出

土 于、钲各 １ 件，铜铃及铃铛 ９ 件，乐器架 １
件［６］ 。 石家庄小沿墓出土铜铃 ８５ 件、 铃架 ４０
件［１０］ 。 山东临淄大武汉墓于兵器坑出土 于、钲
各 １ 件②。 大云山汉墓出土 于、钲各 ２ 件，铜铃 ５
件［８］ 。 南越王墓出土钲、铎各 １ 件［７］６４。 海昏侯墓

出土 于 １ 件、铙 ４ 件［９］６８。 满城汉墓出土铜铃 １
件［１１］ 。 江苏仪征团山汉墓出土钲 １ 件、铜铃 ４３
件［１２］ 。 石家庄鹿泉北新城 ２ 号汉墓出土銮铃 １６
件、铜铃 １２ 件［１３］ 。 这些乐器一部分与钟磬一起放

置，具有礼器性质，如盱眙大云山一号墓中的 于和

钲是与编钟、编磬及琴、瑟等乐器一同放置于西回

廊，具有礼器性质。 还有一部分与兵器车马器一起

放置，为行军乐器，如山东淄博大武乡汉墓出土的铜

于被发现时位于三号兵器仪仗坑。 海昏侯墓甬道

内发现两辆模型乐车，一辆放置有 ４ 件编铙和 １ 件

于，另一辆放置有建鼓，推测是专用于行驶过程中

的军旅乐队。
２．丝、竹、革、土类乐器

西汉王侯墓中出土的丝类乐器有琴、瑟、筝、筑，
这些乐器是由丝弦构成主体发音结构的乐器，墓中

出土竹制乐器有笙、竽、排箫等③。 革类乐器有建

鼓、悬鼓、小鼓等。 土类乐器有埙、摇响器等。 根据

本文不完全统计，西汉王侯墓中出土实用器瑟 １４
件、明器瑟 ５ 件及瑟配件数件，琴 ３ 件及琴配件数

件，筝 １ 件，筑 ３ 件，实用器笙或竽 ３ 件、明器 １ 件，
实用器排箫 ２ 件、明器 ５ 件，建鼓 ３ 件、小鼓及悬鼓

１１ 件，摇响器 １８ 件，埙 １ 件。
出土丝、竹、革、土类乐器较多的西汉时期王侯

墓葬有很多，如，洛庄汉墓 Ａ 区出土铜瑟轸 １６ 件、
骨瑟轸 ５ 件、鎏金瑟枘 １１ 件、瑟架 １ 件、骨管 １ 件、
琴 １ 件、铜琴轸 １０ 件，Ｃ 区出土瑟 ７ 件、铜瑟枘 １１
件、铜轸 １６ 件、骨轸 ７ 件、铜瑟钥 ３ 件［６］ 。 广州南

越王墓东耳室出土鎏金铜瑟枘 ８ 件、铜琴轸 ３７ 件，
西耳室出土铜瑟枘 ４ 件、轸 １１ 件、琴轸钥 ３ 件、扁圆

摇响器 ７ 件，后藏室出土鱼形摇响器 ８ 件［７］３９，６４。
江西海昏侯墓出土漆瑟 ３ 件、建鼓 １ 件以及鼓槌、
琴、排箫、笙［９］ 。 湖南长沙望城坡渔阳墓的南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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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了瑟 ４ 件、木筑 １ 件、漆木五弦筝 １ 件，东藏室

出土了漆木筑 ３ 件，墓中还出土有排箫［１４］ 。 山东

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瑟枘 ４ 件、鱼形摇响器 ２
件［１５］ 。 盱眙大云山汉墓西回廊出土白玉瑟枘 ４
件、琴轸 ４ 件、瑟柱 １９ 件、鎏金铜枘 ６ 件［８］ 。 长沙

曹 墓出土有琴、瑟配件［１６］５。 徐州北洞山汉墓附

５ 室出土陶瑟 ５ 件、陶排箫 ５ 件、陶竽 １ 件［１７］ 。 另

外，还有一些墓葬有出土瑟枘、丝竹伎乐俑的情况，
如徐州狮子山汉墓［１８］ 、山东昌乐东圈汉墓［１９］ 、山
东临淄齐王墓［２０］ 、徐州驮蓝山汉墓［２１］１７３－１７４、泗
阳大青墩汉墓［２２］等。

汉代“丝竹乐”组合形式多样，有时两三件丝弦

乐器即可组成小型乐器组合，如长沙陡壁山曹 墓

出土的琴瑟组合［１６］５，湖南长沙望城坡渔阳墓中南

藏室出土了瑟、筝、筑组合［１４］１５，２６。 有时丝弦乐器

亦可与竹类乐器、革类乐器、土类乐器等组成丝竹乐

组合，如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的瑟与摇响器的

组合［１５］４８２，徐州驮蓝山西汉墓出土的抚琴俑、吹箫

俑、打击乐俑组成了丝竹打击组合［２１］１７３－１７４。

二、西汉墓葬出土乐器特征

１．乐器编制有序

汉代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乐器大都是成编制

的。 先秦周公制礼作乐，以乐作为礼的化身，以彰显

统治者的身份地位。 西汉继承周礼与秦仪，且更进

一步加强礼乐在统治中的作用，乐器作为“分等级，
明贵贱”的“工具”以数量、规模、音列等具体形式显

现出来。 西汉王侯墓随葬乐器一般包含了“金石

乐”的钟、磬，“丝竹乐”的琴、瑟、笙、竽，“军旅乐”的
钲、鼓、 于等一整套乐队编制。 如，江西南昌海昏

侯刘贺墓出土了编钟、编磬、琴、瑟、排箫、 于、钲、
建鼓等组成的一套礼制乐队［９］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

有编钟、编磬、琴、瑟、钲、铎、句 等［７］３９－４６，９２－９３，
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了编钟、编磬、琴、瑟、骨管、

于、钲、建鼓等［６］ 。 除了乐队具有确定的编制外，
编钟的数量也有具体制式，西汉王侯墓中的青铜乐

钟多为 １４＋５ 的结构，如洛庄汉墓、南越王墓，以及

大云山汉墓出土的乐钟均为钮钟 １４ 件加甬钟 ５ 件

的编制［２３］ 。 这些墓葬中出土的乐器所呈现的完整

的编制结构表现出西汉王侯用乐规则与章程的礼制

性，体现了贵族阶级鲜明的等级特征。

２．乐器模型明器化

西汉时期出土乐器呈现出模型明器化趋势。 西

汉是随葬器物从实用器向明器转化的过渡时期，早
期多数墓葬继承了先秦时期随葬实用器的丧葬习

俗，如山东洛庄汉墓、山东临淄齐王墓、江苏盱眙大

云山汉墓、广州南越王墓等均为西汉早期墓葬，墓中

出土的金石类乐器编钟、编磬，丝竹鼓吹类乐器琴、
瑟、笙、鼓等均为实用器，制作精美、华丽。 同时，有
少数早期墓葬发现随葬明器乐器的情况，如同属于

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湖南长沙望城渔阳汉墓和长沙

象鼻嘴一号汉墓分别出土了模型编磬和 １ 件明器编

钟④，这些墓葬中出土的模型乐器大多数量少、品类

单一。 在汉景帝之后的墓葬中，出土模型明器情况

有所增多，如江苏徐州北洞山汉墓出土的编钟、编
磬、瑟、排箫、竽等多数为陶制明器，墓中另外还出土

了 ３ 件象征意义的抚瑟乐俑［１７］９，１６。 西汉中期江

苏仪征团山汉墓出土的 ９ 件编钟、１２ 件编磬均为陶

制明器［１２］ 。 西汉晚期山东章丘危山汉墓出土的磬

为陶制［６］ 。
３．乐器数量及种类逐渐减少

西汉王侯墓葬中随葬乐器数量及种类整体呈递

减趋势。 西汉早中期王侯墓中出土乐器数量多且丰

富。 如，山东章丘洛庄汉墓 １４ 号乐器陪葬坑出土了

１４９ 件乐器，比闻名世界的曾侯乙墓出土乐器数量

还多，墓中的乐器种类涵盖了金、石、丝、革、匏五大

类十余种［２４］ 。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音乐器物 １３８
件，墓中东耳室出土的编钟、编磬、句 、琴、瑟等组

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器组合，西耳室发现的瑟、琴、
铎、 摇 响 器 等 组 成 了 一 套 小 型 室 内 乐 器 组

合［７］３９－４６，９２－９３。 还有诸如盱眙大云山汉墓、南昌

海昏侯墓等西汉早中期王侯墓中出土的乐器都较为

丰富、多样。 大约于西汉中晚期开始，王侯墓中出土

乐器数量开始下降，种类较之前亦有大幅衰减。 如

石家庄鹿泉北新城二号汉墓、山东曲阜九龙山汉墓、
石家庄鹿泉高庄汉墓、山东章丘危山汉墓、高庄汉

墓、徐州狮子山汉墓、河南窑山二号墓、永城柿园汉

墓等墓葬出土乐器仅有数件，种类仅 １—２ 种不等。

三、西汉墓葬出土乐器分析

１．雅乐的继承性与创新性

从墓葬出土乐器来看，西汉部分编钟组合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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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是对先秦乐器的延续，在此基础上，西汉编钟形制

与组合又有一定的发展与变化，这体现出西汉雅乐

对先秦雅乐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
首先，西汉雅乐体系是在承袭周秦之制的基础

上发展而来。 西汉王侯墓出土编钟组合有较为显著

的先秦制式特征，有学者认为洛庄汉墓、南越王墓、
大云山汉墓等西汉早期皇室墓葬出土的钮钟 １４ 件

加甬钟 ５ 件组合是对先秦编钟制度继承延续得

来［２５］ 。 另外，诸侯王墓出土编钟音律的统一也是

西汉编钟乐悬严明制式的有力证据。 王子初先生曾

对洛庄汉墓出土编钟进行测音，发现其音高标准与

目前国际标准音体系近似相差－１１．５ 音分，在分别

假设以＃Ｇ、＃Ｃ、＃Ｄ 为宫音得出的音阶中，这 ５ 件甬钟

以＃Ｇ 宫所得的音阶为宫、商、角、徵、羽，符合西汉儒

家推崇的五正声观念，而将五正声加羽曾（和）、变
宫两偏音则正好组成 １４ 件钮钟的音阶，因此推测洛

庄汉墓编钟采用的应是＃Ｇ 宫下徵音阶［２６］ ，这与先

秦曾侯乙编钟的下徵音阶不谋而合。 无独有偶，在
对大云山西汉墓编钟音阶分析后发现其有极大可能

亦采用＃Ｇ 宫下徵音阶。 因铸造技术有限，个别墓葬

乐钟音高有所偏差，但经测音校对，西汉早期墓葬

中，洛庄汉墓、大云山汉墓等编钟的调音皆是按照某

一标准所为，这一标准与先秦曾、楚音乐文化中所使

用音列一致，均是以下徵音阶作为标准音阶。 由此，
可以推测西汉编钟的制作与调音具有较强的制式规

范，且对于先秦音乐文化的继承痕迹明显。
其次，西汉雅乐又有一定的创新性。 一是西汉

诸侯王墓陪葬乐器组合较先秦时期有所改变。 先秦

时期王侯墓出土乐器组合多数为编钟、编磬组成的

金石乐器，加上琴、瑟、笙、竽、鼓等乐器组成的丝竹

乐器组合，如春秋时期的河南固始侯固堆 １ 号墓，战
国时期的曾侯乙墓、湖北江陵天星观 １ 号墓等，而西

汉诸侯王墓陪葬乐队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军旅乐器，
形成了金石乐器加丝竹乐器加军旅乐器的组合，如
西汉早期章丘洛庄汉墓、盱眙大云山一号墓中出土

的大型礼乐器组合均加入 于、钲、铃等军旅乐。 二

是西汉乐钟在先秦乐钟的形态基础上有所创新。 西

汉墓葬出土的乐钟基本呈现为合瓦形，两铣边外出

明显，钟体相较先秦乐钟更加浑圆矮胖，与先秦瘦长

的体型截然不同。 如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甬钟

扁如合瓦，上部窄，下部宽，铣边呈外侈直线状，而西

汉早期大云山汉墓出土的甬钟铣边为外弧状，铣角

内敛，形制更为饱满。 因此，西汉雅乐兼具了先秦乐

制特点以及新时期的新特征。
２．俗乐的继承性与创新性

西汉时期的宫廷宴饮俗乐同样显示了对先秦俗

乐⑤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特征。 这一时期宫廷宴饮音

乐主要是由琴、瑟、笙、竽、鼓等组成的丝竹乐，这些

乐器于先秦时期均已出现，组合方式多数延续了先

秦时期的演奏形式，如先秦时期出现的笙（竽）、瑟
组合在西汉早期墓葬马王堆一号墓、三号墓依然存

在。 战国中期湖南慈利石板村 ３６ 号墓、湖北江陵雨

台山 ５５６ 号墓出现的瑟与钲的组合在西汉中期河北

保定满城汉墓再次出现。 先秦时期被喻为“伉俪”
的琴、瑟组合在江西海昏侯墓、长沙陡壁山曹 墓等

西汉墓葬中亦可见到。 西汉南越王墓的乐器分别出

土于东、西耳室，东耳室出土了以编钟、编磬为主的

“金石乐”，西耳室出土了瑟、琴为主的“丝竹乐”，这
种雅乐与俗乐同出于一墓但不同室的情况在战国早

期曾侯乙墓已有出现。
西汉俗乐在先秦基础之上的创新体现在以下两

方面。 第一，西汉丝竹乐器较先秦有所改进。 先秦

时期瑟尾部的缠弦装置枘均为木质，枘顶部装饰多

为柿蒂纹、花瓣纹、涡纹、云气纹等，西汉时期出现了

铜质、玉质瑟枘，形状出现了博山状，并且有绿松石

等名贵珠宝作装饰，在形制、做工方面有了更进一步

的提升。 另外，洛庄汉墓、南越王墓中出土了瑟钥，
这一设计推测是借鉴了琴的调弦装置而改进的，先
秦时期并未发现同样的装置。 汉代笙、竽在前代基

础上也有所改进。 先秦出土的笙、竽底座的斗部为

匏制成，如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 ６ 个笙斗，形制

相同，中空，口平，均为匏质［２７］ 。 战国中晚期湖北

枣阳九连墩一号墓出土的 ２ 件笙斗部为中空匏

质［２８］ 。 西汉出土笙、竽的斗部已经开始以木代匏，
如西汉早期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 １ 件竽，其斗部为

木质［２９］１０７。 这在笙、竽类乐器制作中无疑是一种

进步，这件竽的发现证实了唐代 “以木代匏而漆

之” ［２９］１０７的情况至少在汉代已经出现。 第二，西汉

丝竹乐较先秦时期其主要使用阶层发生了改变。 丝

竹俗乐在先秦时期多流行于士大夫等中低阶层贵

族，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显示，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瑟

的墓葬共计 ８５ 座，其中士大夫阶层墓葬为 ８１ 座，占
比 ９５％。 西汉时期出土瑟的墓葬为 ４０ 座，王侯墓共

计 １６ 座，列侯墓葬 １１ 座，如果算上列侯级别，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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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高等级贵族出土瑟的占比达到 ６７．５％，可以看

出西汉使用丝弦类乐器的级别较先秦时期有明显提

升⑥。
３．俗乐地位提升与“雅俗共荣”发展

西汉时期俗乐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史记·乐

记》载：“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

义而防佚也。” ［３０］１２３７代表俗乐的丝竹乐先秦时期

主要流行于士大夫阶层，而西汉时期诸侯王级别及

以上的高等级贵族使用丝竹乐的比例大幅提升，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使慎夫人鼓瑟，上自

倚瑟而歌。” ［３１］２３０９文献记录了高祖刘邦享用丝弦

乐的史实。 《汉书·金日磾传》载：“须臾，何罗袖白

刃从东箱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欲入，行触宝

瑟，僵。” ［３１］２９６１此文描写了马何罗刺杀汉武帝，在
武帝房内有一宝瑟的历史，说明在这一时期俗乐已

经不局限于先秦 “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

乐” ［３２］ ，而是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视与喜爱。 另

外，经统计王侯墓中出土乐器发现，出土丝竹乐器的

乐器数量及墓葬比例远远高于出土钟磬乐器的比

例，且多数丝竹乐器为实用器，这与西汉中期以后多

数墓葬出土的钟磬为陶质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种

种迹象表明西汉丝竹乐在上层贵族阶层中广受推

崇，地位比先秦时期有所提升。
随着俗乐在贵族中得到重视，雅乐与俗乐逐渐

呈现共同、共荣的发展局面，墓葬中从丝竹乐与金石

乐的埋葬位置有所反映。 西汉更多王侯贵族选择将

丝竹乐与金石乐分置两厅一起随葬，如广州南越王

墓东耳室出土编钟、编磬、句 、瑟组成的一套金石

乐队组合，西耳室出土了瑟、琴、铎、摇响器等组成的

一套丝竹俗乐队［７］３６－３９。 湖南长望城坡渔阳墓在

东藏室出土了带有编磬的雅乐组合，在南藏室出土

了瑟、筑、筝组成的俗乐组合［１４］ 。 洛庄汉墓乐器坑

Ｃ 区出土的为钟、磬、铜铃、瑟组成的雅乐队，Ｂ 区为

于、钲、铃、建鼓、悬鼓组成的军旅乐队，Ａ 区为瑟、
琴、骨管组成的俗乐队［６］ 。 说明这一时期以丝竹乐

为主要乐器的俗乐地位有了大幅提升，其受欢迎程

度甚至可与金石雅乐相提并论。 这种在同一时间、
不同空间内出土的具有明显雅乐与俗乐特征的乐器

组合展现了雅、俗共时性特征，进一步体现了西汉雅

乐与俗乐融合、共存的发展关系。
汉代音乐文化是在沿袭周制、承袭秦制基础上

结合当时社会实情发展出的一条新颖且独具特色的

音乐道路，不同于西周以雅乐为主的音乐文化，雅乐

与俗乐在这一时期是共存共荣的发展关系。 《汉艺

文志考证》言：“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
郑卫之乐也。” ［３３］ 汉武帝时期设立乐府机构，实现

了在国家层面对雅、俗乐分立管理的情况。 乐府作

为俗乐管理机构，组织专业人员广采民间俗乐，《汉
书·礼乐志》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
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 ［３１］１０４５李荣有先

生认为：“这一设置使雅俗兼容的音乐艺术深入到

汉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 ［３４］ 然而，武帝所设乐府

并非仅用于统治阶级的燕饮娱乐之用，这些从民间

搜集的楚、秦、赵、郑、卫之乐被采集至宫廷以后，亦
被用于西汉雅乐的创作之中，最著名的当属由唐山

夫人所创作的、用于宗庙祭祀的《房中乐》，又名《安
世房中歌》，文献记载其“为楚声也” ［３１］１０４３。 《房
中乐》是汉代帝王祭祀祖先之乐，此乐以先秦《房中

乐》为蓝本，同时吸纳了楚地民歌创作而成，是西汉

雅、俗共存的典范。 此外，祭祀原庙的《大风歌》，以
及由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主编的《郊祀歌十九章》中

的乐歌内容以三言、四言混合形式，具有鲜明的楚辞

体特征。 俗乐被融入雅乐之中，侧面证明在某种层

面俗乐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与认可。
４．音乐文化的多元性

西汉独特的音乐文化特征还体现在其多元性方

面。 西汉在立国前期制礼作乐过程中吸收了秦、楚、
赵、卫、郑等先秦多国音乐元素，从出土器物形态可

以看出其中的关系。 洛庄汉墓出土的 于（编号

Ｐ１４Ｂ：１）及海昏侯墓出土的 于（编号 Ｍ１：１３２６）外
形特征一致，为瘦长型，顶部呈穹顶状，顶部无圆盘，
仅有一半圆环式钮，这两件 于与春秋战国时期齐

鲁地区出土的 于风格一致，具有先秦鲁国音乐文

化特色⑦。 对于其他民族的音乐，西汉统治者也秉

持包容、吸收的态度。 大云山汉墓出土的 于体型

矮胖，腔体椭圆，顶部有一圆盘，盘底向内凹陷，中心

有一双头虎钮，展现出较为明显的吴越文化特

征［８］１８。 此外，这一时期不仅有传统的金石乐、丝
竹乐，还出现了鼓吹乐用于仪礼的情况。 鼓吹乐是

包含了打击乐鼓和吹奏乐排箫、横笛等组成的乐队

组合。 据考证，其表演形式来源于西北地区少数民

族的马上之乐［２］５９。 鼓吹乐在传入以后被统治阶

级运用于宫廷礼仪之中，成为后来的仪仗乐队，是天

子与皇后外出时使用的行进乐队。 多民族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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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是西汉音乐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费孝通先

生曾言： “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是一以贯之

的。” ［３５］对于外来音乐的吸收体现了统治者开阔的

胸襟及人民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四、西汉音乐文化成因分析

西汉音乐的发展整体呈现出以先秦音乐为基础

的“旧”结合具有西汉时代特性的“新”的综合特征，
雅乐与俗乐均为继承先秦的基础之上的创新发展。
王侯墓随葬乐器数量与种类呈现出从早期丰富多样

到晚期少样少量的发展趋势且有逐渐模型明器化的

特征。 影响西汉音乐文化形成的原因诸多，主要可

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受历史因素影响。 经过东周局势动荡以

及秦二世的残暴统治，西周古礼遭遇严重摧残。 汉

初百废待兴，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代儒生在接到高

祖刘邦的旨意后以周礼与秦仪为蓝本结合汉初的实

情制定“礼乐制度”。 《汉书·礼乐志》记载：“汉兴，
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

之位。 高祖悦而叹曰： ‘吾乃今日知天子之贵

也！’” ［３１］９５１叔孙通带领着鲁生及其弟子分别制作

了宗庙祭礼、郊祀礼、朝仪等礼仪形式，这些礼仪分

别有与之相配的音乐，即孔子所说的“恶郑声之乱

雅乐” ［３６］中的雅乐。 汉代雅乐的产生与另一位乐

人制氏不无关联，制氏家族世代为乐，熟知雅乐声

律，其传承的雅乐是被秦王室收于宫廷礼乐管理机

构之中的周代礼乐，之后秦国灭亡，这些古乐又流传

于汉朝。 因此《汉书·礼乐志》记载汉礼乐制度是

为“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３１］２１２６。
第二，受统治阶层身份的影响。 西汉上层统治

阶级多数出身寒微，司马迁《史记》中记载：“萧相国

何者，沛丰人也。 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 高祖为布

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 高祖为亭长，常左右

之。” ［３０］２０１３高祖刘邦为平民出身，曾任地方亭长，
萧何为沛县主吏掾，其他随从也多为小吏或平民出

身。 这些来自社会中下层的统治集团对于音乐的喜

好自然异于贵族出身的西周统治集团，《汉书·礼

乐志 》 载： “ 高 祖 乐 楚 声， 故 《 房 中 乐 》 楚 声

也。” ［３１］１０４３受到统治者个人喜好的影响，先秦时期

为孔子所不齿的俗乐在这一时期被大力推崇，上行

下效，整个社会对于俗乐的接受度大幅提升。

第三，受到“事死如生”生死观的影响。 西汉早

期王侯墓随葬乐器丰富多样，实为受到汉代“事死

如生”“事亡如存”生死观的影响。 西汉厚葬之风盛

行，《礼记·中庸》记载：“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孝之至也。” ［３７］人们深受儒家所推崇的“灵魂不死”
观念的影响，认为死后灵魂不灭，先人故去应厚葬

之。 贵族阶级更是倾其所有，将死者生前所用器物

尽数埋葬于墓中，只待去往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生

前之荣耀。 王侯等高级贵族更是身体力行地践行此

信念，在西汉早中期墓葬中发现的大批制作精良的

金石丝竹乐器便是最好的证明。
第四，中央政治集权加强。 西汉王侯墓中后期

随葬乐器数量、种类减少，整体呈现出没落的趋势，
这与西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关系紧密。 西汉中期

武帝实行推恩令，经济上改革币制、实行盐铁专营，
思想上实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３８］ ，地方诸侯王

手中的权力被大幅削弱，与帝王之间的差异扩大，与
中低层贵族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 反映在随葬乐器

上，西汉中晚期始，诸侯王墓出土编钟、编磬的情况

大幅减少，金石之器逐渐成为宫廷使用的专属礼乐

器，成为皇权至上的物质表现形式，这一趋势一直延

续至东汉时期，且愈发明显。 《汉代诸侯王墓研究》
中认为：“东汉诸侯王级别墓葬与帝、后差距愈发明

显，无论在形制、规模、陪葬品等方面都与低等级贵

族墓更为接近。” ［３９］ 因此，中央集权的加强对西汉

末期随葬乐器的没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五，统治阶级对异域文化包容性增强。 汉代

大一统格局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社会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同时，民族文化与精神得

到彰显，西汉统治者开放的格局、宽广的胸襟为形而

上的音乐艺术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 刘庆柱先生认

为：沙漠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的“政治外交之路”，
商贸和文化其实为“副产品” ［４０］ 。 武帝时开启的丝

绸之路在开启政治、经济国门的同时也拓宽了音乐

艺术之路，随着与异域战争、贸易往来增多，异族音

乐及乐器逐渐传入中原地区，与传统汉乐融合形成

新的汉代乐舞。 从异域民族吸收的音乐元素显示了

西汉统治者对于外来音乐的包容心态，文献有记载：
“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
曲。 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承舆以为武

乐。” ［４１］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经李延年

的改编被用于军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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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域的频繁交流促成了西汉音乐文化多元性特征

的形成。

结　 语

汉代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大一统时期，经
历了东周“百家争鸣”后，西汉音乐文化发展更为繁

荣。 汉代乐器种类丰富，演奏组合多样，这一时期音

乐的发展既有对先秦文化的继承，也有所创新，西汉

王侯墓中出土编钟的编制和音列遵从着一定的规范

与秩序，而这一时期的乐器、乐器组合则呈现出新的

特征。 乐器是物化的制度体现，在经历了周代“金
石之乐”的鼎盛时期后，汉代“丝竹乐”逐渐兴起，雅
乐与俗乐实现了难得的共荣发展局面。 西汉音乐文

化的发展是西汉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

的结果，是西汉统治者在达成统治目的与满足人民

音乐审美需求之间寻找的平衡点。 西汉对外来音乐

的吸纳是统治者兼容并蓄发展政策下产生的结果，
各民族音乐共同演奏了西汉斑斓多彩的音乐文化新

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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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视域下西汉王侯墓出土乐器分析


